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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草正》是明末审视中药之“毒”的重要本草著作,考虑到《本草纲目》是明以前本草药物知识

的集大成者,对二者文本结构与论述细节进行对比后,确认两书在知识书写上确有渊源,进而探讨其

背后的医学理论,发现该书关于“毒”与气味关系的讨论应另有来源。因此将“毒”与气味的关系作为

《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核心进行考察,得出与金元医学及其后续医家的相关理论存有密切

联系,也采录自当时流行之医疗观念,且寒凉时弊的盛行也推动了其衍异知识的形成。这些揭示出

《本草正》所含中药之“毒”知识的丰富性与先进性,显示了其与明末现实医疗需求相适应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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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nCaoZhengisanimportantherbalworkinthelateMingDynastythatexaminesthe“toxicity”oftradi-
tionalChinesemedicine.BecauseTheCompendiumof MateriaMedicaisacollectionofpre-Mingherbalmedicinal
knowledge,acomparisonofthetextualstructureanddetailsofthetwobooksconfirmsthatthetwobooksareindeed
relatedintermsofknowledgeandwriting,andthenexploresthemedicaltheoriesbehindthetwobooksandfindsthat
thebook􀆳sdiscuss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oison”andodorshouldhaveaseparatesource.Wethenexplored
themedicaltheoriesbehindthem,andfoundthatthebook􀆳sdiscuss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oison”andodor
shouldhaveanothersource.Theref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poison”andodorisexaminedasthecoreofthe
knowledgeofthederivationof“poison”inBenCaoZheng.Itisfoundthatitiscloselyrelatedtotherelevanttheories
oftheJin-Yuanperiodmedicineanditssuccessors.Itisalsoextractedfromthepopularmedicalconceptsatthattime,
andtheprevalenceofcoldnessalsocontributedtoitsderivation.Theprevalenceofcoldandflualsocontributedtoform-
ingthederivativeknowledge.Thisrevealstherichnessandsophisticationoftheknowledgeof“poison”in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containedintheMateriaMedica,whichshowsatendencytoadapttotherealmedicalneedsofthe
lateMi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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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发布了《古代
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竹叶石膏汤”等25首方
剂)》,旨在进一步推动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
上市[1]。对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的考证除聚焦其

有效性外,其安全性也需重点关注,而中药之“毒”则
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中药之“毒”较为经典的解释来
自于明末医家张介宾,其曰:“药以治病,因毒为能,
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也。”[2]此观点既揭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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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之“毒”是治疗疾病的内在原因,还指出了“毒”与
药物的气味有关。在他看来,中药之“毒”仅以“常
识”出现还不足以体现其重要性,其应作为一种内涵
丰富的体系性知识为医家所掌握。中药之“毒”在本
草专著中最为丰富,故本文以张介宾所著本草著作
《本草正》为研究对象,探讨《本草正》中中药之“毒”
的知识来源,厘清张介宾对中药之“毒”的认识,以及
中药之“毒”知识提出后产生的流变,从而为明代本
草中药之“毒”知识的发展厘清脉络。

1 张介宾与《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会稽人,生
于明世宗嘉靖42年(1563年),明思宗崇祯13年(1640
年)去世,终年78岁。他一生著作颇丰,但几乎均是其
在1620年南返之后所著,现存于世的有《类经》《类经
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质疑录》等,其中《景岳
全书》是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力作,书中卷48至

49为《本草正》。《本草正》凝聚了其探究药性与辨证
用药之精华,其外孙林日蔚在《全书纪略》中总结道:
“采药味三百种,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
推参、地为良相,黄、附为良将,凡二卷。”[3]“附子”“大
黄”虽在《本草正》中皆是有毒之药,但张介宾却将它
们列入“药中四维”,更推崇为“良将”,可见其对中药之
“毒”有着深刻认识,亦说明《本草正》确为探寻张介宾
中药之“毒”知识的重要窗口。

《本草正》罗列了300余味常用药物,其中在论
述“附子”一药时,张介宾针对中药之“毒”进行了专
门讨论:首先,就附子炮制而言,他认为附子药性“刚
急而热”,若“制用失宜”,必然存有毒性,于是提出用
能够“格物之性”的火来“制毒”;其次,张介宾解释了
如附子这样“药之性毒者”不可避免使用的缘由,是
因为“无药无毒”,面对过往本草典籍所记载“有毒”
“无毒”之说,不应只注意到其警示意涵,而应明白
“毒”之所以能“毒”人,是因为“用之不当”,比如“养
人之正味”的“家常便饭”,若“过用”“误用”,也能够
“毒”人,更不用说“偏味偏性之药”,故他认为附子之
“毒”,若“制得其法”,且“用得其宜”,实际上即可当
作无毒,由此可知张介宾对中药之“毒”的认识较为
客观、合理;最后,张介宾指出“今人”因畏惧中药之
“毒”,导致有毒药物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其应有的
疗效,既贻误病机又对有毒药物形成偏见,“今之人
不知其妙,且并人参、熟地而俱畏之”,此行为让张介
宾极为痛惜[3]。因此,张介宾在《本草正》中指出“今
人”对中药之“毒”的错误认识,还说明了中药“毒”人
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制得其法、用得所宜”,此观点
如《淮南子》所云:“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
毒也,良医以活人。”[4]

药物能否“制得其法、用得所宜”,需医家既熟识
药物的具体功效,又充分了解中药之“毒”。张介宾

从何获取中药之“毒”知识? 医药学家是“司命之
师”,时常面对性命攸关的病疾,这就要求他们不仅
要在理论上自洽,更要有实际疗效。在张介宾著《本
草正》之前,其好友叶秉敬在为《类经》作序时记录了
一则医案:叶秉敬“病泄泻者二十年”,其他医家均认
为其“火盛”,独张介宾认为其“火衰”,进而“用参术
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当时“吠者竞起”,叶秉敬
“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辍,竟使前病全瘥而脾
肾还元。”叶秉敬总结:“景岳之敢于多用者,识力之
明透也”[5]。从“参术桂附之剂”推知,张介宾关于中
药之“毒”的知识能在其临床医疗实践中加以运用,
进而为其著作《本草正》提供可信且丰富的知识经
验。但儒医张介宾不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用病
患验证,且《本草正》若只是其一家之言也不具备足
够的说服力,因此,探寻张介宾获取中药之“毒”知识
的途径,从其生活时代所能触及的本草著作分析则
是可行之举。

众所周知,历代本草著作多有其递嬗发展的关
系,其间并未有明显的中断或割裂,而明代本草著作
处于历代本草著作发展的集成完备期[6],根据林乾
良所言,这个时期有两种主流本草著作很重要,一是
官修的《本草品汇精要》,但此书在当时影响并不及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的代表
作,其成书于1578年,但在1590年才得以刊行(即金
陵版),由于其继往开来的卓越成就,迅即为医药界
赞赏推崇,金陵初刊后不到七年,就在江西刊刻了第
二版[7]。从时间上看,于1620年南返的张介宾,正
是《本草纲目》盛行之时,张介宾将《本草纲目》作为
《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的来源合乎情理,故下文
将《本草正》与《本草纲目》进行对比,有助于探寻《本
草正》中药之“毒”的知识来源。

2 《本草正》与《本草纲目》中药之“毒”相关知识
对比

  《本草纲目》是一部大型综合性本草,不仅对明
以前的药物知识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还开拓了其
后本草著作发展的新局面,因而明末诸多本草著作
纷纷从该书中汲取营养。今有学者在重新整理《本
草正》时,在内容提要中认为《本草正》仿《本草纲目》
编述[8]:《本草纲目》以部为纲,以类为目,计16部,
部之下设69类,如草部又分为山草部、芳草部、隰草
部、毒草部、蔓草部、水草部、石草部、苔、杂草以及有
名未用等类,而《本草正》借鉴了《本草纲目》关于草
部的划分方法,最终将《本草正》分山草、隰草、芳草、
蔓草、毒草、水石草、竹木、谷、果、菜、金石、禽兽、虫
鱼、人等14部。由于涉及中药之“毒”的论述多集中
于有毒药物较多的部类中,相似的划分可以较为明
晰地将两书涉及中药之“毒”的知识进行对比,目前
已有学者对《本草纲目》毒草部、金石部以及虫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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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其中蕴含丰富的中药之
“毒”知识[9-11],故仔细检视《本草正》这三个部类,可
以发现其所载的中药之“毒”知识与《本草纲目》对比
有颇多相近之处。

表1 《本草纲目》与《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对比

药物 《本草纲目》 《本草正》

凤仙花
但此草不生虫蠹,即蜂蝶亦

不近,恐亦不能无毒也

然此不生虫蠹,即 蜂 蝶 亦 不

近,似非无毒者也

轻粉

观丹客升炼水银轻粉,鼎器

稍失固济,铁石撼透,况人之

筋骨皮肉乎

尝见丹家升炼者,若 稍 失 固

济,则虽以铁石为鼎,亦必爆

裂,而别以人之脏腑血气乎

蓖麻子

或言捣膏以箸点于鹅马六畜

舌根下,即不能食,或点肛

内,即下血死,其毒可知矣

或云捣膏,以箸点于鹅、鸭六

畜舌根下,即不能食,点于肛

门内,即下血死,其毒可知

硇砂
权曰:能消五金八石,腐坏人

肠胃

但此物性热大毒,能化五金八

石,人之脏腑岂能堪此

水银

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著之

性……阴毒之物,无似之者。
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
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

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

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

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

若干人矣。水银但不可服食

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

李时珍曰:水银乃至阴之精,
禀沉著之性……阴毒之物,无
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
《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

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

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

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

若干人矣。水银但不可服食

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

巴豆

巴豆峻用则有戡乱劫病之

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
譬之萧、曹、绛、灌,乃勇猛武

夫,而用之为相,亦能辅治

太平

然其性刚气烈,无处不到,故
称为斩关夺门之 将,若 误 用

之,则有推墙倒壁之虞;若善

用之,则有裁乱调中之妙,用
者所当慎察

  表1选取了两书中皆有记载的代表性药物,将
有关中药之“毒”知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书对中
药之“毒”知识的记载虽行文体例不尽相同,但内容
却有极强的关联,尤其在关键技术性细节上展示出
一致性,例如,两书皆认为:因观察到中药不受虫类
侵害,可以认定“凤仙花”存有毒性;再如,通过在六
畜舌根或肛门内使用“蓖麻子”可验证其毒性之大。
此外,两书引用的前人著作亦多有相似之处,如《本
草正》直接化用《本草纲目》记载甄权所言,认可人之
脏腑必难承受能消五金八石的硇砂;在论述“水银”
一药时,《本草正》甚至直接原文照搬李时珍之言。
关键技术性细节除体现在观察、实践及引用方面外,
在对药物功效说理时,亦有相似之处,如两书皆取
“武将”之象阐述“巴豆”功效。这足以说明,张介宾
《本草正》之中药之“毒”知识,其依据正是《本草纲
目》一书。

由于《本草纲目》有1892味药物,而《本草正》只
有300余味药物,仅凭数味药物在关键技术性细节
上的对比尚不足以证实其渊源关系,故需探讨相关

理论来进一步确认,毕竟面对众多的药物,若理论上
存有一致性,便能较好解释中药之“毒”知识如何得
以延续。《本草纲目》记载:“露蜂房……外科、齿科
及他病用之者,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杀虫之功焉
耳。”[12]与之相类似还有“射罔”“斑蝥”“蛇角”等药
物,皆是通过“以毒攻毒”来阐述“毒”发挥作用的机
理。《本草正》亦在多处表达出“以毒攻毒”思想:白
矾“其性毒,大能解毒定痛”[3]、僵蚕“辛能散,咸能
降,毒能攻毒”[3]、蜈蚣“然此虫性毒,故能攻毒”[3]。
考虑到自《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典籍多在药物后附
注毒性大小,而“以毒攻毒”理论的使用,说明两书不
只是将中药之“毒”作为具有警示意涵的标志或药物
的分类标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阐述治病机理
的药物性能来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支持《本草
正》中药之“毒”知识来源于《本草纲目》的依据即是,
《本草纲目》中涉及形、色、气、味、性、升降浮沉、归
经、引经、七情、七方、十剂、阴阳、五行、宜忌、修治等
众多药性理论,虽与“毒”有关的知识散在众多性能
之间,但对“毒”直接说明并产生联系的主要在于“气
味”专栏,这是因为“气味”专栏提纲挈领地表明诸药
气味及其毒性,而《本草正》贯彻张介宾“毒为气味之
偏”的思想,以气味为核心阐发药性,各药首论气味
再言毒性。由此可见,两书皆认为“毒”与气味存在
联系。

总体看,两书所涉中药之“毒”知识有着明显的
相似性。在框架上,《本草正》借鉴《本草纲目》目录
的细分原则,将有毒药物聚焦于几个主要部类。在
语言上,《本草正》恰到好处地选用了与《本草纲目》
一致的药物书写范式,如论述“蓖麻子”毒性之时,通
过“捣膏”“点”“舌根”“肛门”等细节,可见两书之间
的联系。在理论上,两书均将中药之“毒”看作药物
的性能,从而用“以毒攻毒”理论来阐述治病机理,为
更好说明“以毒攻毒”理论的内在合理性,在文本书
写上两书均认为“毒”与药物气味存有联系。这些足
以说明《本草纲目》确实是《本草正》中药之“毒”的知
识来源。

除《本草纲目》所涉中药之“毒”知识外,通过对
“毒”与气味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本草正》中药
之“毒”知识还有张介宾的改进。《本草纲目》虽传达
出“毒”与气味存有联系,但李时珍在“气味”专栏对
“毒”的认知,主要汇总以往医家的认识,进而提出其
关于该药物毒性的判断。与之不同的是,张介宾对
“毒”与气味的关系有了进一步阐述和解读,他在《本
草正》中通过分析“火制”原理构建了“气味失则毒亦
无”的构想,并补充说明“热者有热毒,寒者有寒毒”,
这既指出“毒”与气味共存的关系,又说明了“毒”与
气味可以进行属性的渗透。通过深入思考“毒”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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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关系来重新审视中药之“毒”,这是《本草纲目》
并未涉及的中药之“毒”知识,这正是《本草正》中药
之“毒”衍异知识的核心所在。衍异知识是指在经典
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解读或批评而形成的新知
识,这需在深入研究分析经典著作内涵和形式基础
上,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洞察。
因此,为考察《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来源,
需将《本草纲目》作为《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的主
干,以“毒”与气味的关系为线索进一步追溯,还需结
合张介宾所处的时代环境加以考察。

3 《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来源

据祝平一所述,对于明代医者而言,整体的医疗
系统仿若一本开放的书,可以任人自由引述,任何医
者可对其所引证的内容略加整理、分类,或是提供其
新看法,便可称为“作者”,在此过程中,那些不断重
复的文本,不仅可以增加既存文本的权威性,还能使
得过往著作的观点成为公认可信的知识[13]。《本草
正》通过《本草纲目》所引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即
是李时珍对过往医药典籍整理、分析的内容。由此
可见,《本草纲目》所著内容能为《本草正》中药之
“毒”的衍异知识提供追溯方向,尤其在气味上,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序例中对金元医家关于气味的论述
多加赞扬,认为“千古之下,窥其奥典而阐其微者,张
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12],故书中大量引用金元医
家之言。张介宾作为广义的易水学派重要人物,必
不会仅取《本草纲目》中些许气味知识,理应有着更
为广泛的知识来源,故以此为线索有助于追溯《本草
正》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本草正》中药之“毒”
的衍异知识是以“毒”与气味关系为核心内容,因此
其知识更多偏向理论探讨,不能简单通过对比文本
的相似性来确认,需对相关理论进行更为全面的
考察。

长期以来,药学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医学理
论,尤其是从气味阐发药效,至金元才取得突破性进
展。金元刘完素开拓了药理学上的新境界,引起了
异派医家如张元素、李杲诸人的共鸣,从而使本草学
的药性理论“推入一个新的唯心的境界”[14]。刘完素
十分重视气味阴阳,并通过《素问》中气味形精转化
理论,使药性与药物功效紧密相联,例如,“附子、干
姜,味甘温大热,为纯阳之药,为气厚者也;丁香、木
香,味辛温平薄,为阳之阴气不足者也。故气所厚则
发热,气所薄则发泄。”[15]这一论述丰富了原有气味
之论,使宋金之际的上千种药物功效得以解释,从而
有助于临床应用。在此基础上,张元素建立归经、引
经体系并提出药物的升降浮沉理论,这既说明药物
功效可以借助药物的不同性能加以诠释,为“毒”可
以直接解释药物作用机理提供先例;又由于这种升

降浮沉又与药物的气味厚薄存在密切关系,药物气
味的重要性达到新的认知阶段,如张元素所言:“明
其气味之用也。若用其味,必明其味之可否,若用其
气,必明其气之所用也。”[16]随后,李东垣著《珍珠囊
补遗药性赋》以补先师张元素之遗,提出药类法象的
综合药性构想,更为注重气味,“凡药之用,皆以气味
为主”,缘“气味生成,而造化之机存焉”[17]。身处南
方的朱丹溪,虽未似刘完素、张元素等北方医家讲究
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但他硬性给药物分配五行属
性,用以说明各药的主要功效及产生药效的原因。
由此可见,金元医家不断扩展气味内涵外延,药效诠
释途径的多样化为《本草正》“毒”与气味关系的探讨
提供了理论基础。

“毒”与气味关系在本草著作中得以充分讨论主
要归功于明代薛己。薛己私淑李东垣,其著《本草约
言》对配伍理论尤多精辟议论,如在讨论药物“桂”
时,薛己认为:“桂有小毒,亦从类化,与黄芩、黄连为
使,小毒何施? 与乌头、附子为使,全得热性。”[18]由
此推知,“桂毒”与寒药、热药配伍会产生不同的效
果,换言之,虽并非药物自身“毒”与气味关联,但薛
己通过配伍发现“毒”与气味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此外,薛己在《本草约言》中还提出:“凡药气之偏者,
可暂而不可久,石药又偏之甚者也。”[18]这表明薛己
已掌握了药气偏性的初步认识,这有助于张介宾对
“毒”与气味的关系进行体系构建,张介宾自言:“近
惟我明薛立斋,独得其妙”[19]。随后,李时珍之所以
将“毒”列入气味专栏,是因为他认为:“天造地化而
草木 生 焉……得 气 之 粹 者 为 良,得 气 之 戾 者 为
毒。”[12]可以认为,李时珍借助“气本论”揭示了一药
之内“毒”与气味之间的关系。

此外,张介宾能够在《本草正》中将“毒”与气味
关系进一步衍异,还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明
末正逢金元刘完素的“火热论”及朱丹溪“阴常不足、
阳常有余”论盛行之时,时医以此为医道规矩,临证
诊治多用清热、滋阴降火之法,乱用清润寒凉药物,
于是张介宾“注本草,独详参附之用。”[20]而以“参附”
为代表的药物在时人眼中等同于“蛇蝎”———“今之
人履芒硝、大黄若坦途,视参、附、熟地为蛇蝎”[3],其
中原因可从同时期名医缪希雍所著《神农本草经疏》
中得以管窥:“气之毒者必热,味之毒者必辛”[21]。面
对辛热药物有毒这一认识,庸医宁可治病无功,亦不
敢擅用“毒药”,毕竟“一者以寒凉之剂,即有误差,人
多未觉……温热之剂,稍有不当,其非易见”[22]。可
见,此时“毒”与药物气味关系的认识已为医师所重
视,故使用温热药物就需较为客观、全面地审视“毒”
与气味之间的关系。因盲目遵从金元医家导致的寒
凉时弊,在金元本草药学理论中却有着应对之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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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味的理论性阐述,故张介宾在此基础上提出
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极为可信。

综上而言,《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来
源考察已然明晰:金元医家丰富了气味内涵且提出
了多样化的药效诠释途径,为“毒”与气味的关系深
化提供了相当牢固的理论基础,明代薛己借助配伍
理论使得中药之“毒”成为体系性知识有了可能,而
李时珍则将“毒”与气味归属于一药之内,但两者之
间的关系还停留于高度理论层次,直至明末寒凉时
弊盛行,“毒”与气味的关系为时医所关注,张介宾通
过解释“以毒攻毒”的内在机理,丰富了气味学说,在
实践中进行验证,才使得两者关系最终得以明晰,从
而形成了《本草正》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

4 结语

《本草正》是在明末本草学繁荣时期,由张介宾
汲取以往经典知识,向具体医疗实践不断靠拢的本
草专著,也是明末医疗社会急需之作。这也注定了
《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必不会是简单的药物学知
识延续,因为张介宾不仅从当时被公认为权威的《本
草纲目》中引述知识用以支持或驳斥他人意见,还融
贯金元以来的药学理论,也择取其他医书精华,将其
自身实践经验与医疗心得汇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张介宾并不盲目驳斥时医观点,而是为补偏救弊选
择、消化这些知识,以便更好地向具体医疗实践靠
拢。然而,张介宾并非古代医家关于中药之“毒”知
识阐释的开创者,但他在补偏救弊过程中,选择了诸
多被世人认为有毒的药物,于是他不得不尝试重新
审视中药之“毒”,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尝试仅是为了
“辅翼”或“证成”其新学说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毕竟其明确揭檗“毒为气味之偏”,终究还是颇有别
于此前“毒”之大体。在这样的情境下,既然历代医
经本草著作中存在着若干关于中药之“毒”理论性的
阐述,为免除“新知”在人们既有的主观认知下沦为
“异说”,又何妨借助这些被视为“经典化”的古典医
论来为“新知”铺平道路。

从“旧学”孕育出“新知”,一般认为衍异知识是新
知识产生的主要阵地,但仅有立足于“旧学”的“新知”,
不仅不会伤及或稀释以往医学典籍的观点,反而能够
加强医学传统的权威,也就更易为世人所接受。这要
求医家需不断利用现有的文本资源和观念架构新的
知识体系。尽管在此过程中,由于不同医家对“旧学”
使用的方式不相一致,且糅合了各自所处环境及个人
医学理念等诸多因素,易造成医家各主一说、彼此矛
盾的情况,但这个看似矛盾的局面,却也是知识不断
发展进步的体现,就张介宾所处的明末社会而言,矛
盾背后所暴露的是明末医疗社会缺乏统一的评判标
准,因而就需有识之士即名医大家涌现出来,将自己

塑造成权威,从而打造公认的医学知识评判机制。显
然,仅是承袭他人文本远远不够,这需医家将自身心
得精练为某些原则、理论,或直接将知识托为典籍,这
样最终形成的知识尽管增加了知识来源的考证难度,
但也确实丰富了既存的医学传统。由此可见,面对现
实医疗困境,“新知”的产生不仅要求医家应具备追求
经典文本的习惯,而且为满足现实医疗需求,需要在
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对诸多源文本信息进行整合、分
析和阐述,从而构建出有助于明确医学本质定位的体
系性知识。当然,产生的“新知”最终能否适应现实需
求甚至在嗣后时段实现流通与传承,这依赖医家自身
能否与“旧学”进行较好的协商,为“新知”提供一个相
对宽广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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